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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冯梦龙创作通俗文学的动机

冯梦龙，字子犹，又字犹龙，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词奴、前周柱史，又曾化名顾曲散人、香月居主人、詹詹外史、茂苑野史、绿天馆主人、无碍居士、可一居士等。直隶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春，其身世不详，卒于顺治三年（1646年）时年73周岁。

冯梦龙是我国晚明时期的文学大师，主要的创作方向是通俗文学，对于民间歌曲、通俗小说和戏曲等方面也做过大量的创作和编纂工作。内容之广泛，体裁之多样，造诣之深厚，纵览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都少能与之比肩者。

冯梦龙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时代的文人，为什么会置传统世俗的观念于一边，而致力于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嗤之以鼻的民间文学？这是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的经历遭遇及其社会哲学思想密切相关的。

一 、 “畸”特的时代背景

明代后期社会经济的独特之处，便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它不是依赖政治中心，而是靠商业和工场作坊支持新兴城市的发展体现出来的。经济发展使大小市镇一片繁荣景象：纺织，染坊，米行，油作，茶楼，酒楼，鳞次栉比。在新型的经济关系下，产生了所谓的市民阶层。市民阶层由新型的手工业者、商人，杂职业者、都市贫民、城市富人等构成。

市民阶层的生活方式已区别于以往封建生产关系下农民的生活方式，所以市民阶层的出现与发展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美学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趣味也不同于以往士大夫阶层所奉守的儒家伦理道德。于是，通俗文学占领了广大的市场，出现了一大批迎合市民阶层审美情趣的文艺作品。

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化，哲学思潮在此时也起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古代哲学走过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到了明代后期，宋代理学中的程朱一派受到了陆王一派理论上的批判，尤其是王阳明。相对于程朱学派主张的三纲五常的本源是客观存在的“理”，王阳明另立至高无上的权威——“心”，打破了外在的“理”的绝对统治，而以自我的灵明，自我的觉醒取代了外来压抑。与之相联系，对以往一切不可动摇的“圣贤至理”，“圣人千言万语”都要用“我的灵明”重新检验。这就导致了普遍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以至创新精神。另外，王阳明的知行和一学说还导致了一种实践态度和创新精神。至此，心学称为王学，流传天下，弟子众多，泰州学派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分支，其代表人物李贽的离经叛道的精神已发展到了极端。李贽发展了心学，在文学方面树立了“童心说”为理论核心，反对代圣贤假言假文，反对复古摹拟，主张写真情实感，反对形式束缚，主张小说戏曲与正统诗文有同等地位。这成为明代后期进步文学思想的基本内容。这一种哲学上的走向，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封建文人的思想。许多进步的文学家与之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如徐渭，汤显祖，冯梦龙等。

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对当时的整个文学发展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明代后期基本上执行朱元璋所制定的压抑通俗文艺的政策，一力维护宗法式农业生活的安定平静，但随太平日久，帝王的逸乐要求越来越发展。如明武宗建豹房，日夜驯兽，练兵，淫乐，甚至于自封威武大将军出征。种种惊世骇俗行为，一再令小儒咋舌 ，却令市井欢欣，好奇者效仿。这位正德皇帝喜欢小说、新戏，艺人臧贤因为技艺出众，竟赐予一品官服。在周晖《金陵琐事剩录》中载：“武宗一日要《金统残唐》小说看，求之不得，一内侍以五十金买之进。” [1]明代后期帝王喜欢小说、戏曲，也常见于记载。又如神宗（万历帝）令宦官到书肆为他购买小说，剧本多种；熹宗（天启帝）爱好戏剧，在夏天穿着皮毛衣帽亲自演出冬装戏。帝王们的个人喜好，无疑刺激了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发展，不仅私坊，连官坊刊刻的小说剧本的数量也激增。故而，明代后期世风由质朴趋向浮糜，淫乐空气弥漫社会。世风问题，关系着经济生活和哲学思潮的变化，也联系着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态度。统治阶级作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生活态度和思想直接关联到社会生活的转向与变化。另外，社会新兴的市民阶层，富有活力，对当时的生活风貌也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文学长期以来，素以诗文为正统，其它艺术形式长期被斥为小伎俩。如小说，在诞生之际，就被视为小道，里巷之言，故尔君子不为。但这个时期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经过长期的发展，小说也逐渐被部分文人所接受。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文人们一种文艺观的转变，且与当时的哲学思潮相联系。文人们开始抛弃以往陈旧腐朽的论文主张是本圣贤之经典，正三纲而齐六际，追求文以载道功能的观点。到了李贽提出“童心说”，实际上是树立了一种文学艺术创造的标准。于是，各种新兴的通俗文学与传统的诗文关系相处融洽，甚至于当时风靡一时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把《水浒传》和《金瓶梅》列为“逸典”，评价之高，空前绝后。这实际上是中国文学的一大进步。在这个时段里文人已经开始注意区分各种文学类型，对它们各自的价值作用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而不是像以往只是用一个“诗文”简单概括了事，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

而在通俗文学内部，由于彼此之间的处境相同，某些规律相通，相互之间易于影响，易于支持，盛衰随际遇通常是相似的。当小说获得承认之后，同属叙事文学的戏曲也获得了一定的重视，戏剧理论也发展起来，并出现了一大批的戏剧家和戏剧作品。由于小说和戏剧、民间俗曲都以“达人之性情”，[2]因此民间俗曲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势必要登上大雅之堂。所以出现了冯梦龙这样善用俗语俗调写民间生活的大家。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市民阶层的出现，社会哲学思潮的引导和世风的改变，以及文学自身发展的进度，社会文化阶层里的市民文人的队伍开始壮大。由于明代科举制度异常发达，大大刺激了社会读书习文的风气，明代文人之多，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市民文人就是来自于市民阶层的读书之人。当时市民文人在政治上地位不高，经济上已能够独立，他们极大的发展了中国的通俗文化，为中国俗文化做出了贡献。以冯梦龙为代表的市民文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他们的思想中基本否定了现有社会秩序，要求改良政治和现实社会平等，反叛封建礼法名教，宣扬了个性自由，在文学上提倡写真性情，推崇通俗文艺。虽然他们的思想由于时代的局限，处于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弱小的资本主义势力中间的市民文人，当然不会形成一个独立阶级，也不会成为彻底的反封建者。但毕竟他们已不同于完全维护封建制度的缙绅士大夫，历史已经赋予了他们从封建社会内部捣毁现存秩序和传统规范的使命，以加速肌体早已腐朽糜烂的封建制度的崩溃，为迎接比之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到来开辟道路，通俗文学就是他们手中的利器。

二、颠沛流离的一生

有关于冯梦龙的家世资料极少，现只知冯家与嘉定世代为宦的侯峒曾家、长洲世占吴下儒籍王仁孝家，有通家之谊；表舅毛玉亭做过刺史，《醒世恒言》末有“理家名家”的印章。可以推知，他的家庭也应当是一个仕宦之家。家中兄弟三人，冯梦龙行二。其兄冯梦桂，字若木，号丹芬，是当时有名的画家；弟冯梦熊，字杜陵，号非熊，是太学士兼诗人。兄弟三人合称“吴下三冯”。

冯梦龙从小就受过系统的封建教育。冯梦龙本人曾说：“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荚，尽得观疏。”[3]在封建传统经典著作中，冯梦龙对治《春秋》尤为深刻，有独到之处。其弟曾详细叙述其兄攻读《春秋》的情况：“余兄犹龙初识春秋，胸中武库不减征南。居恒研,精覃思,曰：‘吾志在《春秋》。’墙壁户牖，皆置刀笔者积二十余年而始惬。”[4]

冯梦龙曾说：“余幼时间得十六不谐，不知何义，其词颇趣，并记之”。“皆吴中相传小谣也。”[6]这说明少时冯梦龙在接受系统的封建教育的同时，也吸收着丰富的民间通俗文化的养料。他还说过:“情史，余志也。余少负情痴，遇朋侪必倾赤相与，吉凶同患。闻人有奇穷冤枉，虽不相识，求之为地，或力所不及，则搓叹累曰，中夜展转不寐。见一有情人，辄欲下拜，或无情者，必委曲以情导之，万万不从乃已。’[5]从中可见冯梦龙是一性情中人，天生的“多情种”。这样一个人物又怎会只埋头于枯燥的儒家经典，而置生动丰富的大千世界于不顾呢。正是基于对传统的封建文化的深刻了解，冯梦龙方才有可能跳出旧文化的藩篱，开辟通俗文化的一片新天地。

青年时期的冯梦龙曾中过秀才，其友人文从简在诗《冯梦龙》中说：“早年才华众所惊，名场若个不称兄”、“一时名士推盟主，千古风流引后生”。[7]但由于长期没有考中举人，才干和抱负无法施展，转而在青楼酒馆里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冯梦龙曾在《挂枝儿·隙部五卷·扯汗巾》后注：“余少时从狎狂游，得所转赠甚多。”[8]由此可见，冯梦龙在此时“未能幸免”地染上了古代文人放荡不拘礼法，游冶狎妓的风尚。在冯梦龙的生命中，有一位女性在他的心目中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她就是名妓侯慧卿，冯梦龙曾将她引为知己。在《山歌》中，冯梦龙曾谈到“余尝问名妓候慧卿云：‘卿阅人多矣，方才得无乱呼？’曰：‘不也。我曹胸中自有考案一张……’余叹美久之。虽然慧卿自是作家语，若他人未必不乱也。世间尚有一味淫贪，不知心为何物者；则有心可乱，犹是中庸阿妲。”[9]冯在此明确道出了他热爱侯慧卿的思想基础。后来，冯梦龙和侯慧卿两人终于劳燕分飞。冯梦龙在《怨离词》中透露：“漫道书中自有千钟粟，比着商人总是赊”，“毕竟书中那有颜如玉，我自空向窗前读五年。”[10]然而冯梦龙对侯慧卿的离弃终是难以磨灭，感情上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在悲怨与思念交织的情绪下，写有《忆候慧卿》三十首，其中“诗狂就癖总休论，病里时时昼掩门。最是一生凄绝处，鸳鸯冢上欲断魂”最令人动情。[11]据朋友董斯张记载，“自失慧卿，遂绝青楼女子。”[12]正是在这种少年欲得志，却屡遭功名与感情上的挫折的情况下，冯梦龙开始了他的通俗文学创作历程。

正是在这种少年欲得志，却屡遭功名与感情上的挫折的情况下，冯梦龙开始了他的通俗文学创作历程。科场上的失意反而开阔了冯梦龙的视野，从而由学舍走向广阔的社会，开始用冷静的眼光去观察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冯梦龙利用与下层人民接触的机会广泛搜集民歌、民谣、谜语、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作品。他曾向青楼女子冯喜采风，“将适人之前一夕，招余话别。夜半，余且去，问喜：‘子尚有不了之语否？’喜曰：‘耳犹记《打枣竿》及《吴歌》各一，所未语者独此耳！’因为余歌之。”[13]冯梦龙根据自己的经验说：“抱琵琶过船者，仅归之弹词之盲女与行歌之乞妇。名娼名妓，实瞽乞之不老矣。试得一者有喉咙者，何妨爱杀。”[14]同时他还注意向老前辈学习，曾拜吴江派首领沈璟为师，学习曲律知识。沈对他十分赏识，“舟头秘诀，倾怀相授。”[15]他与好友董斯张等人组织过诗社，而董斯张也是明代一“畸人”，为《西游补》作者；两人彼此志趣相同，交往频繁。朋友间的相互交流也为冯梦龙的创作提供了不少有益之处。

青年时期，冯梦龙已创作或刊印了《双雄记》（传奇）、《广挂枝儿》、《童痴一弄·挂枝儿》、《童痴二弄·山歌》。此时期冯梦龙的创作成就主要是后二部作品。此中收录了民歌、笑话、谜语俚语、酒令、儿歌、民间时调小曲等以往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作品，曾在封建知识分子群中引起轩然大波，褒贬不一。

    中年冯梦龙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左右，冯梦龙应友人之邀赴麻城讲《春秋》。冯梦龙在这段时间里接受了李贽的思想影响。除了在哲学思想上有独到之处，李贽在文学上“所着眼的不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创作方法，也就是说，他不去注重作品的主题意义以及故事结构，人物描写，铺陈穿插等技巧，他离开了文学创作的特点，而专门研究小说中的人物道德是否高尚，行事是否恰当，如同评论真人真事。”[16]冯梦龙曾称李贽为“卓老”。[17]在冯梦龙编纂的笔记小说《古今谭概》中大量引用了李贽《初谭》摘录的资料，其中不少地方一字不漏地引用，连李贽原来的批注也抄录在后，大加赞赏。[18]由此可见，冯梦龙对李贽的观念是相当认同的。

    冯梦龙在麻城的另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结成研读《春秋》的文社和韵社，其中成员多是不满现实、狂荡不羁之辈，也不乏良善之友，他们对冯梦龙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多所鼓励。如韵社第五人在《题古今笑》中说：“诸兄弟前曰：‘吾兄勿以笑为社中私，请辑一部鼓吹，以开当世之眉宇。’子犹曰可……辄疏所睹记，错综成帙，颜曰《古今笑》。”[19]

在这一时期，冯梦龙主要著作有《麟经指月》，《笑府》，《宛转歌》，《情史类略》，《古今笑》，《平妖传》，《太平广钞》，《智囊》，《春秋衡库》，“三言”，《太霞新奏》等。

晚年，在几十年的奋斗后，他终于在五十六岁之际选入国子监贡生；接着以岁贡为丹徒训导，到了六十岁从丹徒训导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得入仕途；四年任满即回苏州，从此在家乡过着较为安稳的退隐生活。1646年冯梦龙七十二周岁逝世。最后的十几年的时间，方才是冯梦龙政治生涯的起点。这时他的著作已偏向于政论，曾就明王朝的灭亡和农民起义以及地方政策发表了一些论文。由于年龄和政务的关系，对于通俗文学创作精力大不如前，但是他仍然完成了《智囊补》，《万事足》，《新列国传》等作品。

三、离经叛道的思想

冯梦龙深受李贽的影响，都对于程朱学派的“崇天理，灭人欲”的道学进行了极其尖锐的讽刺。李贽在《藏书·程颐传》中记述，有一次程颐渡江，舟几复没，舟中人皆号哭，“颐独坐正襟安坐如常”。事后有人问程颐为什么独无怖色，程颐说：“心存诚耳”。李贽批曰：“胡说甚？”冯梦龙在《古今谈概·迂腐部》中也引述了程颐一件事：“程颐为讲官。一日讲罢，未退，上偶起，凭栏戏折柳枝。颐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掷枝于地，不乐而归。”冯梦龙批道：“遇了孟夫子，好货好色都自不妨，遇见了程夫子，柳条也动一些不得，苦哉苦哉！”[20]

冯梦和李贽一样，都提倡社会平等。李贽的社会平等观具有广泛概括的哲学理论基础，而冯梦龙则用通俗的语言说：“叛臣辱妇，每出于名门世族。而伶工贱女，乃有洁白坚贞之行。”他主张“瓦砾可为金，缘在不问良贱也。”[21]
在文学思想上他们都主张“情真说”，提倡通俗之学。李贽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童心焉者。”这与冯梦龙的“情到真时事亦真”[22]的“情真”是一个意思。因此，在文学创作上，冯梦龙断言：“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23]但是，冯梦龙的“情”绝非世俗所理解的普通意义上的“情”。他把这个“情”字的涵义加以拓展，赋予“情”字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并抬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到最后甚至提出要创立“情教”。这已不是简简单单的从一个文学的角度来考虑，更多的是从社会世俗环境，甚至是种哲学上的思辨。
冯梦龙编纂的《挂枝儿》，《山歌》时，正值其科场失意之际。越是向歌楼酒肆寻求解脱，越是感觉封建礼教虚伪，就越是喜欢民歌俚曲的真情实感。他在《山歌·序》里就阐明了自己编集民歌的目的在于“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24]这是一种自发的反封建意识的自然表露。《挂枝儿》和《山歌》里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品是抒发男女私情的，这与“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25]的现象固然有一定的关系，但也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冯梦龙是从男女爱情这个角度出发来考虑“情”的。但在他搜集、整理和刊刻这些民间歌曲的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些“私情之谱”体现了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具有反对虚伪而又冷酷的封建名教的作用。他非常崇尚这些“情”之“真”，认为“最浅最俗亦最真”。[26]经过和侯慧卿的感情离异之后，冯梦龙处于一种爱与恨的交界点，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感情伤痕。由于对侯慧卿刻骨铭心的爱难以忘怀，激发了冯梦龙对以往“情”观做出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在他的戏曲理论中侧面地体现了出来。

冯梦龙肯定了戏曲应该悦性达情，如果一旦遗缺性情，就会失去艺术生命，他在《步雪新声序》中说过“渐热其抑扬之趣，于是增损而为曲，重叠而为套数，浸淫而为杂剧、传奇，固一性情之所必至矣”。[27]只有自然而然地发于真情的戏曲，才能很好地表达性情；只有很好地表达性情的戏曲，才足以感动观众。这与冯梦龙编纂民间歌曲的目的是一致的。冯梦龙要求戏曲讲求声调和谐、声韵严正、辞藻新丽；要求情节结构自然真实、周密严紧、合乎情理。他非常重视通过细节表现人物的性情。冯梦龙曾提出“观剧须于闲处着眼”，[28]认为在细节上的完善更能加强全剧的感染力。

另外，冯梦龙认识到戏剧是个演员和观众互动的过程。对戏剧本身以及现场交流，他要求把戏剧本身所具有悦情的能量，在戏剧活动过程中让观众们能够感受，达到一种移情的目的。“若当场更得真正情人写出生面，定令四座泣数行下。”[29]从个人的私情到让大众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从男女之间的爱情推广到普天下的诸多人间之情。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之间的关系不正是由诸种诸样的“情”所组成的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冯梦龙对“情”的认识上升了层次。“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相去不可量。”[30]

    除了进行民间歌曲和戏曲两方面的工作之外，冯梦龙还编选了两部笑话集，《广笑府》和《笑府》，收集了数百则笑话。笑话原是民间口头创作的讽刺小品之一，但是在这两本笑话集的《序》中冯梦龙对历代统治者尊奉为圣君贤相、高人逸士的功业和教义，作了无情的嘲讽，对历来经书子史、诗赋文章的褒讥伸抑，也斥之为“鬼话”、“淡话”和“乱话”，[31]在冯梦龙的视野里，古今世界是一大笑府。

    由于深刻认识到人本身的性情所在和世界的笑话荒谬，到冯梦龙著《情史》时就开始明确提出了建立“情教”的思想：“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32]他认为天地万物，一切都维系在一个“情”字上，只有“情”方才可以使天地间万物生生不灭。只有以“情”施教，方才可以使“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33]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冯梦龙的“情教”看作是一种社会哲学思想，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文学思想，他只不过把一切的出发点归结于“情”而已。由“情”生万物出发，进而推论及人类社会。实际上反对的是理学强调的纲常伦理，以“情”代替“理”作为万事万物的核心。故而在社会中要以“情”为维度重新建立起一个世界秩序来，以“情”来教化民众，从而达到妥善治理的目的，本质上是种对封建制度作一改良的思想罢了。“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34]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冯梦龙要把编纂的三大部小说集定名为《喻世恒言》、《警世恒言》、《醒世恒言》了。

    冯梦龙个人经历是时代的悲剧，但也是时代的庆幸，使我们的文化史上拥有了如此一位有“情”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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